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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保定防疫宣传研究 

王璐瑶     
摘要 

清末东北鼠疫爆发，保定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交通地位，其疫情防控格外受清廷重视。

1911 年 1 月，直隶出现疫情之后，保定迅速建立起以防疫局为核心的防疫机制。直到 1911

年 4 月 13 日，保定临时防疫局正式裁撤，近三个月的防疫工作宣告结束，在此期间，保定

城内都未出现染疫之人，可见保定的防疫宣传政策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以 1911

年保定鼠疫防治宣传为研究对象，使用报刊作为主要资料，通过对保定防疫宣传手段、内容

等情况的考察，具体探讨清末地方政府在重大卫生事件中对舆论宣传的考量，以及如何实现

与普通民众的有效沟通，从而达到防疫政策顺利开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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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末东北鼠疫，1910 年冬最先在满洲里发现，然后沿交通要道南下蔓延至吉林、辽宁

等处，后又渗入关内山东、直隶等地。此次鼠疫波及范围大，前后共历时 7个多月，死亡人

数多达六万余人，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还影响到了清末社会经济，影响力在晚清疫疾史中

实属空前。关于清末这一场东北特大鼠疫，学界研究多聚焦在东三省地区，成果颇丰，但对

于直隶保定地区的论述较少。直隶作为晚清首要之省，虽然面积只有满洲的三分之一，但人

口却与满洲相等。保定作为直隶的省会，是东三省入关必经之道也是近畿地区，地处北京至

汉口的交通要道。因此，保定的有效防疫，有利于将鼠疫严防于直隶之外，有利于保卫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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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也防止鼠疫进一步向关内南方各地蔓延。本文以 1911 年保定鼠疫防治宣传为研究

对象，使用报刊作为主要资料，通过对保定防疫宣传情况的考察，来具体探讨清末地方政府

在重大卫生事件中对舆论宣传的考虑，以及如何实现与普通民众的有效沟通，从而达到防疫

政策顺利开展的目的。 

二、保定防疫宣传的必要性 
（一）保定的特殊位置 

从政治定位上来讲，保定是直隶的省城。直隶总人口与满洲相等，省内还有两个非常重

要的城市即京师和繁荣的工业城市天津，保定鼠疫防控一旦失守，就容易波及到京师和天津。

鼠疫自东北蔓延之后，清廷多次谕令直隶总督陈夔龙严密查防，以防京津一带染疫。1911

年 1 月 16 日保定府（直隶省会）出现患者，民政、外务两部听闻保定府疫症已死数十人后，

在 2月 5日特专电直隶总督陈夔龙让其饬令下属严防鼠疫。直隶总督陈夔龙也认识到直隶防

疫的重要性，指出直隶“地方重要，人烟稠密”（陈夔龙，1911）。可见，清廷对保定的疫

情防控非常重视。因其地处近畿地区的特殊性，保定防疫比其他地区有着更大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 

从人口迁移上看，保定地处交通要道，人口众多，且是东三省苦工的主要来源之一。波

及直隶和山东时，鼠疫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指出， 

 

在 1月第三阶段鼠疫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似乎由两个主要原因导致：首先传染在人口众多的大

城市中积累，如哈尔滨（傅家甸）、长春和奉天；其次是山东和直隶等省的苦力，为了

在 1 月 30 日新年赶到家中团聚，从而使鼠疫向南传播。一旦鼠疫在山东和直隶找到立

足点，就会从芝罘和铁路通过陆路向两省辽阔的农村蔓延（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

1911/2010:519） 

 

可见直隶防疫的重要性。保定地处京汉铁路上，在这次鼠疫传播中铁路扮演了一个主要

角色。因此，保定的有效防疫，有利于将鼠疫严防于直隶之外，有利于保卫京师的安全，也

有利于防止鼠疫进一步向关内南方各地蔓延，是关内重点防疫的城市。 

（二）民众对于鼠疫的了解不足 

20 世纪初期，虽然随着民族思想的全面觉醒，西医知识随着西学传入中国，并在沿海

开埠地区迅速推广。但中国传统社会对疫疾的认识还没有真正达到科学的程度，一旦有疫疾

发生，最容易大规模传染。清末中国各社会阶层并未对疫病形成正确的认识。清末民众对于

疾病的认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瘟疫的出现为天灾，称其为“有神主持，有鬼施散”，

是“鬼神作祟”。因此，每当遇有疫疾发生，“请神驱瘟”的防疫观念依旧占据主导。一类

认为瘟疫的产生是因为“阴阳失和”，即“疫气致疫”，应当借爆竹硝黄“扶阳抑阴”并以

此驱除邪祟。 

清末社会虽说在医学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医学知识以及与医学相关的卫生知识并未成

为社会常识。面对大规模流行的疫疾，普通百姓并不清楚产生的原因也不清楚传染的方式。

因此将其归于“鬼疫”。社会整体相对落后的医学条件，让民众对染疫后获得治愈并不抱希

望。于是在疫疾大规模肆虐营造出死亡的恐慌中，求神拜佛是普通民众唯一的出路。但不论

是延请僧人开坛讲会亦或者举办驱瘟赛会，都容易造成人员密集从而导致瘟疫加速扩散的情

况。因此，宣传疫疾知识，让社会各阶层了解疫疾从产生到传染的因果过程，有利于将社会

对疫疾“鬼神作祟”的思想观念破除，重新树立疫疾是由微生物传染的科学观念。 

（三）卫生观念落后 

晚清时期，社会整体卫生观念落后，卫生体制处于起步阶段。东三省鼠疫迅速蔓延以后，

社会上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卫生的重要性，积极呼吁各方注重卫生。“中国人民平日于卫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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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绝未讲求。一遇疫疾发生，非坐视死亡，即张皇失措。虽有官吏之督饬，法令之颁行，而

既不能消弭于事前，又不知慎防于临事情。此东三省之鼠疫所以蔓延而不可收拾也”（大公

报，1911）。卫生观念的落后源于科学的落后，没有科学的指导就无法对疫疾形成正确的认

识。在政府推行防疫政策时，普通民众坚持传统的观念，非常不利于落实防疫政策。 

防疫手段与社会传统习俗相冲突，各种谣言随之而起，普通民众面对政府推行的防疫措

施选择逃避甚至反抗。1910 年鼠疫在东北爆发以后，政府迅速建立各级防疫机构，实行检

疫政策。普通民众对鼠疫的不了解，混乱的社会秩序以及落后的社会认知，留给谣言滋生以

及大范围传播的空间。鼠疫的迅速传播以及政府展现出来的紧急状态，使疫区民众陷入恐慌

之中。各种谣言的传播，使“无病之家不愿受公家检验，有病之家不愿用公家医药，互相隐

瞒，各怀疑懼”（吉林官报，1911），严重阻碍了政府防疫政策的推进。东北鼠疫蔓延开后，

上海租界工部局积极实行疫情防控，对租界居民实行严格检疫政策。因上海公共租界查验鼠

疫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医学不同，在检疫过程中又存在语言不通等问题，导致 1910 年 11 月

12 日爆发检疫风潮。上海检疫风潮爆发后立刻受到了全国各界的关注，上海租界工部局经

此事也认识到宣传防疫知识的重要性。14 日，工部局坐办与报界讨论此次风潮时，建议各

报纸设法开导民众，让民众知道鼠疫的危害以及防疫的必要。16 日，上海道刘观察于洋务

局与商界中十余人会谈时，指出“公共工部局发起查鼠疫一事，其实确为华人保护卫生起见。

然惜于事发之前未曾宣布美意，而且办理操切，难怪华人顿生疑虑致起聚众罢市之风潮”（神

州日报，1910）。 

综上，民众对卫生观念以及防疫认知的不足，给防疫政策的推进造成了巨大的阻力。鼠

疫蔓延到保定时已经是第三阶段，保定的防疫可以借鉴东北以及上海防疫的经验。对于保定

来说，宣传疫疾相关知识，化解民众对防疫的误解以及社会上流传的谣言，有利于减少防疫

政策实行的阻力。 

三、保定防疫宣传的内容 
保定防疫局准备了多种宣传资料，这些资料有从别处防疫局发下来的，也有自行编写、

印制的。保定此次防疫宣传内容广泛，且各种防疫宣传内容都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除了增

加民众对鼠疫产生的原因以及症状外，还向民众强调鼠疫的危害，最后向民众普及一些鼠疫

防范知识以及治疫良方，可谓是站在民众角度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一）阐明鼠疫爆发原因 

20 世纪初，英美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现代医学技术也随之发展，其深知疫病

的病原在于细菌。同时期的中国，医学知识并未普及，社会整体对恶疫流行的认知也还处于

“鬼神作祟”的阶段。即使自觉擅长岐黄之术的中医，“知病原菌殆亦寥寥若晨星也”（中

西医学报，1911）。1907 年奉天鼠疫，《盛京时报》倡导政府正确防疫时，就指出“令人

知时疫所由传染，必能预为之防，方可以免于患”（盛京时报，1907）。社会上的有识之士

已经认识到，若想要预防时疫，必须要正确认识到疫疾产生的根源。 

古时中国疾病产生主“气”，疫病则是因为“疫气”。1911 年保定省城防疫局传单指

出，古时“疫气致疫”观念存在的原因是没有显微镜，“故云天地不正之疠气皆谓之疫。疫，

夫谓所谓不正之疠气即湿热秽三气”（北洋官报，1911）。通过传单解释疫疾观念之后，紧

接着又向社会普及鼠疫产生的原因。 

 

东省自日俄战争后，其地中必多死尸，秽之气潜伏。遇去年冬令天气太暖，不能藏闭，而毒

发也。观拳匪乱后一年，北地大疫，知尸秽之，足以酿疫也。信然，或曰既称天暖毒发，

何以不发于夏秋，而发于冬令。不知夏令炎热阴秽毒气见日光则消烂，不能直接传人。

天冷则鼠族穴居，鼠阴类也，感召毒气最速，间接传人（北洋官报，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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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防疫宣传中认为鼠疫是因为东北日俄战争以后，战场未处理的死尸滋生病菌后传染

到老鼠上，而后老鼠与人接触便得以传染给人。虽然在事后的奉天会议中，研究得出鼠疫的

原因是土拨鼠，但不能否认保定对鼠疫原因的宣传，有利于引导民众走出“鬼神作祟”的疫

疾观念，从而接受科学的防疫手段。 

（二）绍鼠疫症状与危害 

清末中国整个社会医学落后，在东北爆发鼠疫之后医员紧缺非常。各医生医学知识水平

高低不一，在检疫过程中鼠疫认定标准也不统一。处于统一检疫标准的目的，保定防疫局通

过传单宣传感染鼠疫后的症状。“（一）头痛兼昏晕者；（二）咽哑发热恶寒甚者；（三）

胸腹胀闷或痛者；（四）吐痰沫中见血或黑水者；（五）脉数极或沉伏心乱神昏或发斑点者。

（后二条为主要）如具以上三、四项见证，可下鼠疫之诊断”（北洋官报，1911）。 

清末社会，因卫生体制并未健全，城市规划也未发达，商业繁盛的商埠最容易滋生疫疾。

每年盛夏之时，各地疟疾吐泻时常见刊于诸报纸，民间把各种疫疾都统称为疫，“每届夏秋

之交各省之以疫告者，几致罄南山之竹，书不胜书”（申报，1899）。东北鼠疫爆发后，普

通民众并没有认识到鼠疫的危害剧烈之处，将鼠疫与平常疫疾一样对待，以此造成鼠疫传播

的加剧。因此保定在防疫宣传时，尤其注重强调鼠疫危害之剧烈。保定省城防疫局派委员赴

各州县“向各村人民演说疫症传染之利害，当面散给告示”（北洋官报，1911）。保定防疫

会还利用白话演说宣传鼠疫的危害，“就说印度闹这个病，前后死过三万多人，真是可怕。

今闻关东吉林闹这个病，一天死一百多人”（北洋官报，1911）。只有让民众认识到鼠疫的

危害之后，才能更好的宣传普及防疫手段，从而取得良好的防疫效果。 

（三）宣传鼠疫的防范 

1911 年保定在防疫宣传时，对于鼠疫防控的宣传分为个人防疫与公共防疫两方面。个

人防控方面，首先强调居民应注意清洁。清洁包活个人身体手足的清洁、房屋的清洁、衣服

被褥的清洁、食物饮水的清洁等方面。其次，强调病原的消杀。包括消灭老鼠、强日光晒被

褥等。最后，强调防止二次感染。已感染鼠疫的人应即时隔离，防止传染别人；迅速深埋因

感染鼠疫病死的尸棺并将其衣服焚毁；感染鼠疫的人应及时送入临时病院。公共防疫方面，

主要强调城市公共卫生。包括街道、店铺清洁，以及公共场所遍撒石灰消毒等。其次是防止

人员聚集。主要是针对商业场所，例如戏院暂停营业，澡堂检疫以后才可以进入等措施。后

来的研究证明此次鼠疫主要是通过排泄物和尸体传染，“没有任何疾病如鼠疫这样在痰液中

包含着如此多的病菌”（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1911/2010:545），“在那些死于肺鼠疫的

患者尸体中，鼠病菌仍然活着和具有毒性”（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1911/2010:547）。在

保定所宣传的防疫措施中，强调隔离手段和以及对染疫尸棺及相关物件的及时处理，一定程

度上可以减少鼠疫的传染与扩散。 

（四）推广治疫药方 

“民众面对瘟疫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时，首先是极度的恐惧，极度的恐惧容易使人丧失

理智，转而迷信，从而排斥现代防疫手段”（胡勇，2003）。面对民众这样的心理表现，除

了规劝民众防范鼠疫之外，保定防疫会也会在传单上印制治疫中医药方，以供民众采纳使用。

也在《北洋官报》上刊布武强县分送给民众的《恶核良方》，又名为解毒活血汤，并特别指

出此药方“传自广东，屡经奇验，活人无算”，并且“此方专主治血异兼解表，施之疫核确

能起死回生。此症多起于冬至前而衰于夏至后。广东由甲午至甲辰十余年来，历试不爽也”

（北洋官报，1911）。除了将药方公布以后，还详细列明每一种症状对应一种服药方式，“核

小色白不发热为轻症，立即急治，不可延缓，原方单剂，早八点钟服一次，晚六点钟服一次，

共服药二剂；核虽细而红头微痛身微热为稍重症，原方单剂早点八钟服一次，晚四点钟服一

次共服药三剂......”，并劝导民众“照法服药方能见功，切勿迟疑，自误可惜也”北洋官

报，1911）。虽然在鼠疫消退后奉天举办的鼠疫会议中指出，“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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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通过细菌检验确诊的鼠疫患者曾经康复”，对鼠疫的治疗“似乎没有什么治疗方法获得

成功”（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1911/2010:532）。但治疫药方的宣传普及从某些方面来讲

一定程度上可以抚慰人心，减少社会恐慌。 

四、保定防疫宣传的特点 
防疫宣传是为了弥补官府防疫工作的不足，需要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鼠疫多在

贫民之中发生，如何使缺乏卫生观念、教育水平又底下的普通民众，能够了解鼠疫知识和防

疫的具体方法，绝非容易之事。 

（一）多手段进行防疫宣传 

在清末的舆论宣传体系中，官府告示、地方报刊、宣讲所演说其实是三位一体的。清末

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官府告示以及相关批示。基层政府告示文牍复

杂，宣政效果其实算不上很好。1907 年奉天鼠疫，警务局出示晓谕，令居民自防疫疾。《盛

京时报》评论其谕令各条“无一非切实可行者”，并指出中国谕令、告示等“向来以黻黼文

章，标榜于闾阎。除诛求科条外，每事皆照例施行，以掩饰朝野人之耳目，而不顾其实际”，

于是就出现“无论何等示谕，明揭于通衢，人皆熟视无睹。反不若戏单广告，遍贴于各墙壁，

而不识不知者流，争先睹之为快”的状况（盛京时报，1907）。清末社会，报刊担负着“宣

国政”、“启民智”的社会功能，是“人群之镜也，文明之母也”（东方杂志，1905）。于

是报刊也会刊载各省告示，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清末中国社会整体受教育水平并不高，识字

的人很少，能顺畅阅读文言的人更少。于是清末基层官府把演讲书报视为弥补报刊不足的手

段。 

保定防疫宣传也遵循这一套宣传体系。在保定地区尚未出现鼠疫时，知府就会同保定工

巡总局出示晓谕告示，列出详细的防疫方法，在城内各街巷张贴，供民众阅看。保定防疫系

统建立起来以后，为了推进防疫工作，各机构都有张贴告示以及相关批示宣传指导防疫，告

示有《保定临时防疫事务局告示》《保定府清苑县会街告示》《保定捐务局告示》等，批示

主要是保定临时防疫会对澡堂、戏院等场所防疫工作的相关批示。除了张贴以及报刊同步刊

载之外，保定防疫局还派委员赴州县当面给村民散发告示，并劝说村民掩埋染疫尸棺，加大

防疫宣传力度。除了告示以及批示这种比较正式的官府公告之外，保定还采用政府传单的形

式宣传防疫。《省城防疫局传单》主要宣传鼠疫原因、捕鼠方法、检疫标准、治疫药方四个

内容。考虑到民众的文化水平，保定防疫局在派人到宣讲所进行防疫演讲。保定防疫局相关

的告示、批示也会在《北洋官报》上同步刊载，临时防疫局的防疫报告以及直隶学务公所防

疫报告也会在《北洋官报》上刊登，以便公众及时了解疫情发展状况。《大公报》也会刊载

相关防疫宣传文章。 

（二）使用白话文进行防疫宣传 

清末在各报刊之间掀起了“白话运动”，与五四“白话运动”不同的是，“清末民初报

纸用白话，根本目的还是知识启蒙，并不是为了语言变革，更不是进行语言变革意义上的思

想变革”（高玉，2016）。比起传统的文言文，白话文具有通俗易懂以及更加接近民众等特

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舆论宣传体系中“公众缺位”的现象。可见，清末官府和报人在

舆论宣传中开始注意到“公众缺位”的情况，把白话文看成是社会启蒙的利器，创办白话报

刊、使用白话告示、开展白话演说等，也成为晚清社会认为可行的社会启蒙办法。 

遵行这一舆论宣传视角下移的思想，保定在 1911 年的防疫宣传中，比起文法也更注重

跟民众的有效沟通，除了使用多种手段进行防疫宣传之外，在防疫宣传中也大量使用较文言

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保定临时防疫事务局告示》使用白话文作为文字载体，其间转载了《民

兴报》的白话演讲《二不可》，宣传鼠疫的危害以及防疫的必要。《保定防疫会白话演说》

通过简单通俗的白话文宣传鼠疫的危害以及防疫措施等内容。 

（三）实行防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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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随着近代报刊出现以后，对社会上的重大事件都会进行一系列的跟踪报道，灾疫也

不例外。1908 年水灾过后，汉口、武昌等地出现霍乱，《汉口中西报》对这次疫情采用《记

疫》的形式设置专栏进行每日跟踪报道。但《汉口中西报》此次系列报道并没有形成固定的

体裁与内容。1910 年东北鼠疫爆发以后，《盛天时报》设立《新疫报告》专栏每日公布死

亡人数，公布信息非常详细，包括住址门牌、患者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自何处来、发

病日期、死亡日期、死亡之地、病名等信息，报告末尾附有本日死亡总人数。 

东北鼠疫蔓延之后，保定防疫局实行防疫报告制度，城内外有疑似患病者，立即报告防

疫局，而后派医生前往查验医治，查验情况汇总成《省城防疫局报告》在《北洋官报》公布。

《省城防疫局报告》内容包括日期、查验负责人、查验地区以及有无患疫情况。直隶学务公

所每七日汇齐各书报告汇总成《直隶学务公所防疫报告》，报告内容大概包括时间、地点以

及是否有疫。除了这两项常规的防疫报告，保定还有《省城防疫局临时报告》作为补充。保

定实行防疫报告，及时将城内外疫情登报进行信息公开，以供民众了解疫情进展状况，缓解

民众紧张心理。 

五、结语 
1911 年 1 月中下旬，直隶天津、保定等地出现疫情，为了迅速控制住鼠疫的传染，保

定建立起以防疫局为核心、各级机关互相配合的防疫系统。虽然直隶地区总体疫情较东三省

轻，但因为直隶是入关必经之道也是近畿地区，防疫规模和力度都较大。为了顺利推动防疫

政策的实施，对政府防疫政策、鼠疫相关知识的宣传成为推行防疫的必备手段。保定防疫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以往宣传出现“公众缺位”的弊端，尤其注重与民众的有效沟通，

在防疫初期就认识到“现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知识，本还没到那可以实行防疫的时候。在这个

时候防疫的，就的用权变方法，对付着办，办法不能含糊，作用必须变通”（北洋官报，1911）。

因此，保定在防疫中遵行着“因时制宜”、“权变”的思路，讲求“顺着人情”，体现在防

疫宣传上就是根据普通民众的具体情况采用多种防疫宣传手段，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进行

宣传，并且实行防疫报告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实现与民众的有效沟通，使防疫宣传呈现出较

好的效果。直到 1911 年 4 月 13 日，保定临时防疫局正式裁撤，近三个月的防疫工作宣告结

束，在此期间，保定城内都未出现染疫之人，直隶总督陈夔龙也认为此次防疫“扑灭亦尚敏

速”，可见保定的防疫政策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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